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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建设与中国的全球治理理念

———以建构主义理论为视角

刘雪莲 桑 溥

［摘 要］“一带一路”倡议自 2013 年提出以来便备受世界关注，2015 年，习近平主席全面阐述了

中国全球治理理念的主要内容，即“共商、共建、共享”，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原则在内容和精

神上相契合。于是，有学者提出“一带一路”建设是实现中国全球治理理念的基本途径，但仍有

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的全球治理理念存有疑虑，甚至恶意抹黑。以建构主义理论为视

角分析，可以发现，二者间实际存在着一个“行为—身份—利益—观念”的建构过程。在“一带

一路”内部，建设的不断深化有助于沿线各国建立集体身份，在扩大彼此间共同利益的同时，也

能加强各国对于集体利益的认知，加强对合作共赢精神的认知。在“一带一路”外部，参与者能

够对第三方产生示范效应，从而使得“共商、共建、共享”理念进一步传播并得以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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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和理论视角的选取

自 2013 年习近平主席提出 “一带一路”倡议以来，迄今已有 5 年。5 年间从倡议的提出、
积极准备，到寻求各方共识，再到签订一系列双边、多边协定、合作文件，“一带一路”倡议从

一个理念雏形，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正在逐步实现的，以 “共商、共建、共享”为基本原则，以

“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的，横跨亚欧大陆、海陆

联合的经济合作之路。可以说， “一带一路”倡议承载着 “维护开放型世界经济体系多元、自

主、平衡和持续发展; 深化区域合作，加强文明交流互鉴，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和推动国际经济治

理体系朝着公平、公正、合理方向发展”［1］的重要使命。许多学者更是明确指出 “一带一路”倡

议就是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2－4］，这一点意义尤为深刻。
2015 年 10 月，中国首次在公开场合提出了 “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并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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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指导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实践。［5］仅从理念的角度上来看，中国提出的全球治理理念同 “一带

一路”建设所需要遵循的原则保持着高度一致，就此可以明确“一带一路”建设同中国参与全

球治理愿望间的紧密联系。可以说，“一带一路”的建设过程，就是中国逐步实现由国家治理到

区域治理再到参与全球治理的主要途径。然而，尽管国际上普遍对中国的 “一带一路”倡议表

示欢迎，但仍不乏一些不和谐的声音，如认为中国推动 “一带一路”建设，实际上是实施中国

版“马歇尔计划”，尤其是将 “一带一路”倡议同 “马歇尔计划”相类比的文章不时出现在西

方的智库和媒体网站上。另外，也有文章夸大 “一带一路”倡议的地缘政治意义与影响，认为

中国此举是想要成为一个现有秩序的改变者 ( game-changer) 。面对种种质疑，中国政府和学者

也不断在西方媒体上发声，阐释中国的立场和观点。［6－8］

总的来看，对于 “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中国政府意图的怀疑，主要源于以下两方面原因:

第一，“一带一路”倡议作为新生事物，其本身就带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如果说不确定的本身就

存在着风险，那么再将这一不确定性同一个发展中的崛起大国联系在一起，就很容易陷入西方传

统国际关系理论的修昔底德陷阱之中，认为中国提出 “一带一路”倡议不过是变相要实现权力

转移，其地缘政治意图要远远大于经济合作的愿望。第二，理念上的差异会引起不信任。中国提

出的“共商、共建、共享”的“一带一路”建设原则和中国全球治理理念所提倡的共赢观同西

方政治哲学长期信奉的性恶论相左，这就意味着除非中国有能力完全将 “一带一路”倡议化为

现实，实现倡议之初提出的“三共”原则，让沿线各国得到红利，否则，在长期建设的过程中，

将不可避免地受到质疑，而这些质疑很大程度上会变成阻力。为了解疑释惑，避免这些不必要的

猜疑，政府和学者发声对中国提出的共赢理念进行解读是极其必要的。回顾既有的成果与相关文

献可以看到，单独阐释“一带一路”倡议的目的、意义的文章与解读中国全球治理理念的文章

较多，而将二者结合起来讨论的则较少。“一带一路”建设除了能够同沿线国家与地区建立经济

互动以外，更大的意义在于通过 “一带一路”建设的不断推进，中国能够同沿线国家与地区建

立集体身份 ( collective identity) ，再通过集体身份的建构去影响地区秩序理念的重构，从而为中

国实现“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做出贡献。本文在肯定 “一带一路”建设在经济

等物质层面贡献的基础上，从观念和文化作用的视角出发，对 “一带一路”建设与中国全球治

理理念之间的关系作进一步的探讨。
本文尝试用亚历山大·温特的建构主义理论对上述问题进行解读。温特的建构主义理论是在

第三次国际关系理论论战后形成的，在本体论上属于理念主义，而在方法论上则属于整体主义。
建构主义重视观念因素的作用，强调观念对于物质因素的建构和意义，认为行为体的身份和利益

并非是先验的，而是可以被建构的，这与传统意义上的理性主义理论差别很大。基于这一差异，

建构主义指出了观念、身份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强调进程中物质因素和观念因素能够相互建

构。在此，本文主要探讨“一带一路”建设对于沿线各国集体身份建构的作用，并以集体身份

为支撑，实现中国的全球治理理念。
本文所运用的理论逻辑是: 在不同观念、文化的影响下，国家的身份是可以被建构的，也即

说明在不同的身份下，国家所认定的利益必定有所不同，而非现实主义者先验认定的国家的利益

是狭义的“自私 /自我的利益”［9］113－115。在利益可建构的基础上，行为体行为的驱动力呈多样性

存在，通过各行为体互动进程的不断建构与再建构，原有观念也会再度深化或更新，从而进一步

对现有国际体系秩序理念进行建构，这是一个不断发生双向作用、不断建构的过程。在这个逻辑

下，本文将重点关注观念、身份、利益和进程这四个变量。它们之间的相互建构，其结果表现在

宏观层面，就是对国际秩序的再建构，对国际秩序观念的重塑。国际秩序的转变同全球治理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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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开的，其变革必须要在全球治理的框架之内进行，而影响国际秩序转变的因素也同样决定着全

球治理的实现，正如秦亚青教授所指出的，“全球治理本身就是一个协商过程，是一个参与和身

份重塑的过程”［10］4。当国际秩序观念发生转变时，就需要有配套的全球治理理念与之相互促进，

相辅相成。
结合建构主义理论，本文将依照理论逻辑进行推进式论述，即从行为体身份的可建构性，到

集体身份如何建构，再到集体身份如何影响国际秩序观念变化和全球治理理念的实现。

二、“一带一路”建设中集体身份的建构

( 一) 行为体身份的可建构性

国际政治当中的行为体身份往往是被放置在一定的国际体系或结构之下看待的，在方法论上

基于整体主义的建构主义同样如此。然而，建构主义与其他整体主义理论的不同，在于其对行为

体的个体性的关注程度不同，认为个体在结构之中起到的作用有所差异，我们将其放置于结构与

行为体之间关系的视角之下观察最为明显。在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中，看待体系结构变化有两种不

同的思维模式。第一种是基于理性主义硬核理论，这一理论的主要观点认为结构的变化往往取决

于纯体系原因，而除此之外的其他因素都将作为给定因素对待，特别是认为国家行为体的偏好、
身份和利益都是外生给定的，在此基础上进行互动，而互动的结果取决于预期价值或不同行为的

代价。［11－12］第二种则是建构主义的进程理论，其思路主要建立在符号互动论的基础上，这一理论

假定“互动过程中‘进行’的内容超出了单纯根据代价调整行为的做法”［9］310。也就是说，行为

体的行为偏好、身份和利益不能简单化为给定不变的要素，从而在讨论结构变化进程时做忽略处

理，而正是由于互动的进行，使得行为的施动者和受动者的身份、利益得以再建构，即施动者本

身也是互动的结果，随着进程的推进不断发生变化。可以看到，建构主义的进程理论并不否定行

为体本身的作用，且行为体的身份和利益变化与否并非是外生给定的，而是内生于互动过程之中

的。这一点是其与理性主义硬核理论最大的区别，建构主义学者正是用这一逻辑证明了行为体的

身份、利益的可建构性。
基于行为体身份、利益的可建构性，也即自我界限可在互动过程中发生变化，回归至体系结

构中可以做出如下推论: 国家在国际社会中通过不断的互动，可能导致其对自我以及它者身份、
利益的重新认定，甚至在长期的互动尤其是合作行为中，结构内的各个行为体可以建构集体身份

认同。
当然，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建立集体身份认同并非单纯通过一次或几次互动就能够实现的，

而是需要长期的、复杂的社会互动进程。在一个拥有完全内化文化的结构中，行为体把对这个文

化的认同以及在此结构中存在的它者作为对自我悟知的一部分。这种认同过程，或作为一个群体

或“群我”的一部分意识，就是集体身份。集体身份的存在，使得原本弱社会性的个体出现了

新的特征，即拥有了护持自身文化的利益。［9］328而这一部分利益的存在，实际上是与集体身份所

带来的另一特征———集体利益相互矛盾的，也可以视为是利己主义与集体主义的矛盾。建构集体

身份认同，某种程度上就是要增强行为体对集体利益的认知，在处理集体利益与个体利益关系

时，能够使偏好更倾向于集体利益。当然，在这里必须强调的是，认为行为体可以为它者牺牲自

身的基本需求而达到完全认同这一观点是过于极端的。也就是说，个体往往首先要满足自己的基

本需要才能考虑集体需求，这其实也是认同本身的矛盾所决定的，即 “个体化欲望和集体化欲

望之间存在冲突”［9］329。所以，当讨论集体身份认同和集体利益时，也必须认清个体身份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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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不存在彻底的利他主义。
“一带一路”倡议首先是在中国与沿线国家之间建立起一种联系，然后通过互联互通以及各

种开发建设项目稳定互动关系，逐渐建立起各国之间的利益链条。同时，在经济等物质层面的不

断交流基础上，逐渐增强彼此之间的身份及利益认知，在 “一带一路”建设所搭建的大平台上，

实现社会化的发展过程，从而塑造新的关系认同。目前，“一带一路”倡议已经得到沿线 100 多

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中国先后和沿线国家签订了近 50 份政府间合作协议。2016 年 11
月，第 71 届联合国大会首次将 “一带一路”倡议写进了决议。“这是一个极具远见、无比重要

的倡议。”美国前财政部长、哈佛大学前校长劳伦斯·萨默斯 ( Lawrence Summers) 这样描述

“一带一路”: 中国希望借此把马可·波罗曾踏过的土地最终连成一体，并在世界舞台上扮演一

个更积极、更具建设性的角色，同时应对国内难以回避的需要。［13］11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国情复杂，历史、文化和宗教各异，各国对“一带一路”倡议有着多

元的诉求和不同的定位。但是，“一带一路”倡议创造了国际合作和发展的新模式，在这个大平

台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同时开放，而且是双向的、深入的开放，这种开放是各国互动的基

础，是建立共识和认同的前提。从理念上来讲，首先，“一带一路”倡议摈弃了西方以实力决定

一切的政治哲学，平等协商、互利共赢是“一带一路”倡议追求的目标。其次，“一带一路”倡

议以世界主义而不是狭隘的国家主义为价值取向，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些理念是不同

于西方的全新的理念，是中国与沿线国家力图通过 “一带一路”建设去建构的新型关系和新的

认同。
( 二) 影响集体身份建构的变量

基于对行为体身份可建构性的认定，温特提出了四个能够影响集体身份建构或削弱的主变

量，也是国际关系学者常用于解释影响国际合作的四个变量，即 “相互依存、共同命运、同质

性、自我约束”［9］334。前三者是集体身份形成的主动或有效原因，而自我约束变量，则是许可原

因。当然，在集体身份形成的过程中，四个变量并非具有同等效力，但是，有效原因之中的一个

变量同许可原因自我约束的结合，是必要条件。四个变量是如何对形成或削弱集体身份起到作用

的，本文将分别进行论述。同时，本文也将以此作为判断标准，评判推进 “一带一路”建设是

否能够有效帮助沿线国家建构集体身份。
1. 相互依存

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将相互依存 ( interdependence) ① 定义为 “国家之间或不同国

家中的行为主体间相互影响的情形”［14］7。从概念中可以有如下理解: 存在相互依存关系的国家

必定会受彼此影响，这种影响可能是双赢或偏赢，甚至是对双方都有害，其本质上同社会学中的

共生关系含义相近②。建立集体身份需要相互依存，且良好的集体身份，必然是建立在相互获益

的依存关系之上的。那么，相互依存是如何帮助建构集体身份的呢?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温特首

先将相互依存做了主观和客观的区分。客观的相互依存，即其本身是一种客观存在，由于客观上

的相互影响，集体身份的存在，行为体才会把对方的得失视为同自己的得失相关，也就是说，客

观的相互依存同集体身份之间是一种因果关系，客观相互依存是集体身份形成的原因。但客观相

互依存与集体身份形成之间又并非是建构关系，而这就出现了主观相互依存关系，主观的相互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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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相互依存，也有译者将其翻译为相互依赖，本文为行文规范，全文皆统一为相互依存。
胡守钧指出了社会共生关系包括了互利共生、竞争共生、偏利共生和偏害共生等多种共生关系。参见胡守钧: 《社会

共生论》，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 年。



存可以建构集体身份。［9］335对此，温特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论证。首先是行为对身份的建构作用，

也即“行动确定身份”的社会互动理论。他认为，行为体根据其自身身份的行动会给其他行为

体产生示范作用，也就是示范何种行为能够承受该行为体所具有的身份。由此，当行为体间彼此

互动的情况下，各个行为体都会受到彼此示范的影响，可能减弱原有的身份特征，各方都在学习

以他者的视角来审视自己并定义自己的身份，这是一个复杂的习得过程，其结果就是各行为体可

能产生新的身份。其次是语言对集体身份建构的促进作用。温特认为，人首先能够从事 “意识

劳动”，即人有创造、讨论、交流等能力，而语言是交流的最基本的媒介。我们假设当某个亲社

会性个体通过意识劳动产生群我意识或相互依存观念时，他就有能力通过语言传递给他者。当

然，这并不意味着传递话语就可以同相应的对象建立相互信任和新的集体身份。但是，语言却可

以产生诱发性信任，即“产生从逻辑上似乎是信任的前提的行为”［15］234，从而诱使对方产生相互

合作的行为，而不断的反射评价是这种行为得以持续的动力。当开始建构的话语被不断再现时，

行为体的行为就会受所再现的情景影响而发生改变，从而促进身份的建构。在假设中，当相互依

存的情景不断发生，集体身份也就会逐渐形成。
“一带一路”的建设能够帮助沿线各国增强相互依存的程度。“一带一路”倡议的主要目的

就是要同沿线各国共同建立一个经济合作带，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这个倡议是顺应时代潮

流、符合各国需要的。“一带一路”由中国向西出去的第一个地区就是中亚，这也是整个 “一带

一路”沿线经济发展水平最弱的地区。中亚五国迫切需要将本国的能源优势转换为发展综合国

力的资本，而“一带一路”建设正可以提供如此的市场与技术。这里的市场和技术当然不仅包

括中国，也同样包括欧洲发达国家和中亚的传统合作伙伴俄罗斯。穿过中亚，“一带一路”向西

一直来到欧洲，尽管欧洲整体经济发展水平要远远高于东面的广大地区，但受经济危机的影响和

难民问题、恐怖主义威胁以及美国投资向国内转移，欧洲各国的经济发展前景并不明朗，这也是

自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包括英国在内的众多老牌欧洲大国纷纷表示欢迎的主要原

因，“一带一路”建设正可以为欧洲提供投资市场与技术市场。总的来看，即使 “一带一路”建

设在短期内无法重塑全球经济秩序，却可以在该倡议基本建成的相对短的时间内满足沿线大部分

国家的需求。当然，这也同样满足了中国解决产能过剩及开拓海外市场的需要。需求的满足也即

意味着在当代国际社会原本就已经出现的相互依存现象，在 “一带一路”沿线将会得到更好的

发展，且即使是当前主要开展的双边合作，实质上也为有意参加 “一带一路”建设的国家起到

了示范作用。需求和示范，在观念上能够增强国家的亲社会性和对群体利益的认知，同时也提供

了行动的动力和信念。当二者促使国家实际加入这一倡议时，合作行为会继续加强该国同其他参

与国以及整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认同感。而对于已经参与该倡议的国家，不断有他者的

加入，也会加强他们对于集体认同的内化，从而使得各国在增强相互依存程度的同时，能够建立

起集体身份。
2. 共同命运

共同命运即“每个行为体的生存、健康、幸福取决于整个群体的状况”［16］485。温特在讨论该

变量时首先将其同相互依存进行了辨别，当然，这也是必要的区分。相互依存是建立在各方互动

之后建立起的相互影响，而共同命运却不然。如果说相互依存的产生是源于一个群体内部的各行

为体间，那么共同命运则是由第三者所建构的，是不以互动为基础的。例如，面对同一个威胁的

两个国家，即使之前二者不存在任何互动，但由于出现了一个共同的敌人，二者就被建构了共同

命运。这也是国际政治中经常出现的共同命运现象。国家为了抵御来自外界的安全威胁，或为了

保持其相对的权力均衡，常常选择结盟来抵消所面临的危险。然而现实是，结盟中的国家，又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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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是具有共同命运的国家或行为体，其本身的利己主义不会改变，这对于共同命运的保持以及所

建立的相应的集体身份而言，无疑是最大的障碍。相互依存在这一点上，与共同命运相同。
那么共同命运是如何帮助建立集体身份的呢? 社会学认为，群体中相互行为的单位是层次，

而不是传统硬核理论认为的人或基因，“选择可以在不同 ‘层次’上或通过不同 ‘媒介’进行，

成员的共同命运建构了这些层次”［9］340。在不同的层次下， “群体之中的个体的身份是集体

的”［17］229，那么国家间的集体身份认同其实也只是这一层次下相互行为的选择，因此，同样适用

于群体选择论。除了群体选择论以外，外力的影响也能够帮助具有共同命运的群体建立集体身

份，因为在群体间的竞争中，利他群体较之于利己群体更具有竞争力，而这种竞争力所带来的心

理机制，会帮助群体中的个体建立集体身份的认同，就像是共同命运本身，也是由于第三方的存

在才得以建构的。当然，除了上述的两种可能，温特还提出了思维—行为的惯性作用。他认为，

一旦合作开始进行，行为体之间就建立了“类集体身份”，这就意味着行为体可能在一次合作之

后继续选择合作行为，而一旦反复合作得以实现，就会再次促进行为体间的合作思维惯性的建

立，如此的反复，就有机会将“类集体身份”转化为集体身份。
较之于相互依存，共同命运的影响要脆弱得多，主要原因也是本身的被建构属性不如直接的

相互作用稳固。当然，在现实的国际社会中，超级大国或区域大国往往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量选

择扮演共同命运的倡导者。例如美国，其全球盟友同美国是存在共同命运关系的，美国会因为其

盟友受到的安全威胁而采取一系列防范甚至反制行动，从而维持同盟的稳定。同样，美国的盟友

也会因美国的某些行动而采取配合的行为。因此，共同命运在理论上的稳定程度虽然相对较低，

但在特定情况下，仍然相当稳定。
基于第三方建构的共同命运身份有助于加深 “一带一路”倡议参与国的相互认同。共同命

运的最主要特点，即是它的出现是基于第三方建构而成的。正如前文所提到的，“一带一路”倡

议涉及的地理面积、国家数量相当庞大，但仍然存在界限，目前的 “一带一路”建设主要覆盖

的地区仍集中在亚欧大陆之上。因此，对于这一范围以外的国家，或者说客观界限以外的行为体

而言，参与这一倡议的国家自然形成了共同命运的身份关系，这一关系并不受目前主要的合作方

式影响。当前的“一带一路”建设可以看作是以中国为轴心的辐射式合作，在中国之外，并没

有形成其他的合作中心，也没有将 “点”式合作推广至 “线”和 “面”。可以说，目前在 “一

带一路”倡议下的参与国间并未在此框架之下产生大量的互动行为，“带状”的构想还未实现，

但这并不妨碍第三方对于整个倡议框架内国家身份的认知，即对于这一群体外的他者来说，各参

与国已经拥有了共同身份，且在他者认知的影响下，各国之间的共同命运关系能够逐渐内化并表

现为以“类集体身份”的状态进行互动。但必须要明确的是，从 “一带一路”建设的完成度来

看，各参与国仅靠他者建构的共同身份并不稳固，也就是说，虽然被群体外的第三方认为该群体

在经济合作层面具有集体身份，但要想达到共同命运，仍需要从增强相互依存度入手，继续提高

各国间的合作水平，否则，没有客观的利益基础，主观的认知很难发挥更大的作用。
3. 同质性

群体内的行为体在两个方面是存在相似性的，一是团体身份，即行为体在基本组织形态、功

能、因果权力等方面的相同性; 二是类别身份，即在一个给定的团体身份中的不同类别。［9］342同

质性对于集体身份建构的帮助就在于相似的行为体在行动的倾向性和行动程序上会有类似，从而

便于产生彼此间的认同，而这种相似的行为与身份类别对于集体身份的建构是极为有益的。在国

际政治中，团体身份就是国家，而类别身份就是政权类型。民主和平论的观点其实也是看中同质

性，即认为民主国家在国家政权类型、民主制度和约束机制等方面是相似的，而这种相似度会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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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民主国家间发生矛盾时，通常会选择和平手段去解决，从而可以在相当大程度上避免战争。当

然，这一理论也认为，民主国家同非民主国家之间的战争无法避免，原因在于二者之间的异

质性。
对于同质性的作用来说，主要是可以增加行为体之间的认同，认同对于集体身份的建立是极

其重要的。国家的同质性同相互依存一样，包含着客观同质性和主观同质性。客观同质代表着国

家间性质和类别的相似，但这种同质不会必然转化为主观的同质性，也即彼此之间的认同，因

此，增加认同，建构主观同质性才是这一变量能够发挥作用的着力点。同质性对于促进认同主要

有两个作用。首先是直接作用，“集体身份的先决条件是: 行为体根据将他们构成群体的特征相

互视为同类”［9］343，同质性正是证明群体内各行为体具有同类特征的具体表现。例如某一地区中

的国家之间存在着包括地理位置、国家身份、国家政治制度等相同属性，但同质性在建立认同的

直接作用上只是提供了基本条件，且各行为体之间绝无可能达到完全同质，这就使得这种直接作

用的功效更弱; 而更具可操作性的则是其能起到的非直接作用，即 “减少由于团体或类别身份

不同而导致的冲突的数量和严重程度”［9］343。换句话说，一国的政权类型或一国得以生存的条件，

可以认为是长期稳定的，因此，在考量同质性作用的时候，这些先天条件基本可以作为定量考

虑。而如何缩减异质性带来的问题，在理论上，这一构想的实现主要集中在建立共同利益或塑造

共同敌人，即从国家最现实的角度上来增加彼此之间对利益认识的趋同。
从“一带一路”建设的实践来看，建构共同利益、减少异质性带来的矛盾很重要。同质性

变量的作用在于，具有相同或相近性质或类别的行为体间更容易建立彼此认同，从而有助于建构

集体身份。“一带一路”建设中既包括了国家行为体，也包括企业等非国家行为体，自然，拥有

相同团体身份为后续形成集体身份提供了客观上的便利。然而抛开团体身份，进入类别身份层

面，由于“一带一路”建设涉及的范围非常广，地理位置、宗教文化、政权类型等多种因素导

致行为体的类别属性也千差万别，因此，对于寻找行为体间的客观同质性来说，十分困难，甚至

是难以实现的。但是，“一带一路”建设能够为沿线国家或参与国带来的是减少异质性，即通过

互动、合作使得各个行为体间建构起共同利益，在主观上增加同质性，以期减少差异所带来的种

种矛盾。基于现实而言，“一带一路”参与国主要分布于欧亚大陆，具体到特定地区，有相当一

部分国家表示愿意加入这一倡议，这也就提供了主观上的意愿，加之原有的互动关系对原群体身

份起到的影响，主观同质性的建立可以由国家拓展到地区，再到跨地区。此外，“一带一路”倡

议本身所提倡的就是包容性、开放性、普惠性。其包容性就是尊重各国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差

异性，尊重文明的多样性，在此基础上，通过建构行为体间的共同利益，减少异质性所引发的矛

盾来增加同质性共识，从而促进集体身份的建构。
4. 自我约束

自我约束的涵义无需赘言，但其作用同前三个变量不同。自我约束是建立集体身份的必要不

充分条件，当然，也是最具困难的条件，因为它涉及了一个现实主义学者最关注的问题，即在无

政府状态下，自我约束的前提是行为体认为自身的安全将受到足够的保障，这一保障可能来自于

外部的约束，如超级大国的存在，或成熟的国际安全制度已被个体内化为国内制度; 又或者这一

保障来自于内部，即该行为体有足够的军事实力、科技实力以保障自身具有优势的防御力量和确

保相互毁灭 ( 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 的能力。但在现实的国际社会中，这样的条件近乎苛

刻，因此保证自我约束似乎是无法达成的一个条件。但如果抛开权力决定国家利益的理论内核，

从社会学的角度再次审视自我约束有无实现的可能时，温特给出了另一种解释，这一解释的核心

观点就是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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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特的建构主义提出了如下的观点: 若一行为体对群体内其他行为体的行为保持足够的信

任，认为它者对自身的安全不存在威胁的情况下，在个体需求能够保证不被群体需求所吞没的情

况下，自我约束乃至集体身份的建构就成为可能。这一观点看似容易被击破，但在国际关系现实

中却不缺乏实例。例如巴哈马同美国的传统友好关系，作为小国的巴哈马几乎无须担心美国会对

其国家利益产生破坏，因此，巴哈马对于美国的信任程度相当高，相信美国对巴哈马存在自我约

束。当然，这一实例又接着提出了新的问题，即既然国家间能够存在信任关系，那么一国如何能

够判断他国会执行自我约束政策呢? 可以说，如果能够对他者的行为有着正确的判断，国家间的

互信将更容易建立。对于这个问题，建构主义也给予了相应的回答。第一，多边安全共同体制度

( pluralistic security community) 的第三等级内化。简言之，就是若一国长期遵守多边安全制度，

那么服从规范的行为就会对该国的身份和利益概念进行加工，从而将遵守制度的概念预先设定为

“合法性”①，从而将其转化为一种习惯或第二本性。第二，国内政治制度政策的外化。同第一个

回答相对应，国家在国内政治中必然会要求建立制度，而当国际环境允许的情况下，“国家往往

会在其对外政策行为中外化或外移其国内体制，如解决冲突、组织经济关系、遵守法制等

等”［18］。其实就是将已经内化的规范，通过对外政策的方式向其他国家展示这种内化。［9］349第三，

自我束缚。自我束缚就是通过单方行为减轻他者对于自我意图的担心。温特在提出这一点的时候

强调了自我束缚并不要求具体的回报，在理论上这一提法可以实现，但现实中，自我束缚往往伴

随着特定的利益。如二战后放弃海外使用军力的日本，实际目的是为了换取美国对其经济恢复的

大力扶持。
上述的三个回答实际上是要说明国家在无政府状态下依然是能够实现自我制约的，无论是制

度的合法性内化还是自身法制制度的外化，抑或是对于某种利益需求而选择的自我束缚，三种自

我制约的过程都可以被他者经过长期观察所认识到，这也就构成了行为体间建立信任的基础。当

然，仅仅是自我约束并不能必然建立相互合作，还可能导致相对冷漠，如美国的光荣孤立政策。
因此，自我制约虽然是建立集体身份的必要条件，却不构成充分条件，只有同前三个变量的某一

个或某几个相结合，才可能实现行为体间的集体身份认同的建构。
“一带一路”沿线，既包含了传统的欧洲大国，也有中东、中亚、北非等地区相对实力偏弱

的国家，还有新兴的“金砖国家”。国家数量的众多，意味着各国间的实力必定难以均衡。大国

在国际合作中向来具有一定的优势，而倘若大国能够首先做到自我约束，则对于群体内的其他小

国来说，会有助于它们亲社会性的建构。中国是 “一带一路”倡议的发起国，习近平主席提出

该倡议之初就指出了要打破传统的国强必霸的模式，走一条新的和平崛起之路。可以说，中国提

出“一带一路”倡议就是要表明其与周边各国和平、合作和共同发展的决心。随后中国又积极

开展双边多边合作，落实倡议的初期建设，设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等举动，向世

界表明，中国无意危害他国利益，愿意同其他国家实现共赢。此外，就制度的外化和内化而言，

万隆会议中，中国提出的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直是中国外交政策制定所遵循的根本原则，

中国在完善国内的各项法律制度的同时，也积极参与和遵守国际法的相关规定，这也是制度不断

内化的外在体现。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发起国，中国有意愿也有能力做到自我约束，这对

于其他参与国而言，是建立同中国信任的基础，也是中国同 “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建立集体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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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温特认为国际规范的内化可以分为三个等级: 第一个等级是武力，即只有通过外力才能使行为体服从规范; 第二个等

级是代价，行为体服从规范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做符合其利益; 第三个等级是合法性，即行为体服从规范是因为其自身认为该

行为具有合法性，因此自愿执行。参见亚历山大·温特著: 《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8 年。



份的基础和前提。
对于相互依存、共同命运、同质性和自我约束四个变量作用的讨论，其目的在于证明集体身

份是可以通过行为体间的以及行为体个体的行为与互动关系进行主观建构的。这也就意味着即使

在之前不存在集体身份，当三个有效变量的一个或几个同许可变量结合，原本不属于一个群体的

行为体也会产生认同感，从而建立新的群体并内在地给予认可。中国推动 “一带一路”建设的

过程，实际上就是帮助各参与国及非国家行为体共同建立在此框架下的集体身份，使 “一带一

路”倡议所遵循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得到大家的认同。这对于建立新型的国际秩序文

化而言，有着巨大的示范意义和促进作用。

三、集体身份对秩序理念的影响

建构主义的主要观点可以简化表述为: 在体系结构内，观念 ( 文化) 决定身份，身份决定

利益，利益决定行为，行为又可以建构观念。［19］4－11当然，必须注意的是，这几个变量之间都是

建构关系而非单纯的因果关系，之所以做简化表述，主要是为了说明建构主义理论的逻辑。基于

这一逻辑脉络可知，身份对行为体的行为有很大的影响作用，而这一作用主要是通过利益这一中

间量来实现的。因此，在解释集体身份对秩序理念的影响之前，我们需要首先理清身份对行为的

作用，了解了行为如何受身份的影响，才能最终回到观念建构的问题上来。
正如前面提到的，利益作为中间量，其同身份和行为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社会学将利益区

分为客观利益和主观利益，前者“是需要和功能要求，是再造身份必不可少的因素”［20］，后者是

“行为体对于怎样实现自我身份需求所实际持有的信念”［9］227。国家利益同样如此，客观利益是

行为体身份存在的基本支撑，是内化于行为体身份的利益，而主观利益则是行为的直接动机。因

此，也不难理解为什么说身份决定利益而利益决定行为。客观利益是当前身份的需求和功能，是

依附于行为体当前身份的，不同身份的行为体对于需求和功能必然有所不同。例如美国作为全球

超级大国，其当前的需求包括国内稳定、国家安全，也包括它的全球利益的维持。而泰国、老

挝、柬埔寨等小国，其身份就决定了它不可能同美国一样有着全球利益的需求，它们除了自身安

全和发展，更加重视同周边大国的关系，它们的利益主要来自于自身和周边。同样，若纵向比

较，19 世纪和 20 世纪初的大英帝国同当代英国的身份不同，它的需求、功能要求也同样有所差

异。再以美国为例，美国将全球稳定和维持现有国际秩序认定为是其主观利益，因此才有了美国

的全球驻军以及各种海外行为。也就是说，只有在主观利益确定的情况下，行为体才有行动的可

能。当然，这里也必须注意的是，尽管主观利益能够成为行为的动机，但动机又不完全等于行

为，行为除了以动机为必要条件外，还需要满足实行行为的实力或认为行为可以实现的信念或需

求，也就是温特所提出的行为公式: Desire+Belief =Action ( 愿望+信念=行为) 。［9］115－118

身份—利益—行为的关系同样适用于群体之中，当某一群体中的行为体能够建立起集体身

份，就意味着该群体内的各个行为体自愿为了集体利益而放弃一部分个体利益。当然，放弃的尺

度必然有限，但亲社会性和注重群体利益的特点会使得个体在行为选择上不会持完全的利己主

义，群体利益成为行为体行为的驱动力之一。同时，群体内的他者对于群体利益的实现同样给予

认可，这就意味着实现群体利益的信念要比持利他主义的个体强得多，当实现群体利益的愿望和

信念得到统一时，或能够在某一层面得到统一时，行为体间的合作就会迅速展开，且在受到集体

身份的影响下，合作的不断重复和深化将变得相对容易，客观和主观的相互依存度也会有所提

升。基于前文对影响集体身份建构的主变量的讨论，合作的持续再现、共同利益的增加、异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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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的减少都会增强集体身份认同。也就是说，当这一系列复杂的行为得以出现时，群体内各行

为体的集体身份将被不断强化，若无强烈的外部干扰，群体内的自助观念文化将会被相应削弱，

以集体利益为核心的新秩序文化将被逐渐建构。这一逻辑也即温特提出的体系文化的转变，其可

以从霍布斯文化转为洛克文化，甚至是康德文化。
至此，通过各变量间一系列的建构过程，自集体身份建构开始，这一群体内的秩序观念就会

随着行为体间互动合作的增加而向更加关注共赢的方向发展，群体的需求同个体的需求逐渐统

一，使得各行为体能够将自身利益同他者利益相关联。这一趋势又会因为相互依存等变量而进行

循环和再现，使得新秩序观进一步加深并内化于各行为体的身份之中，从而实现由自助观到共赢

观的转换。当然，这一逻辑仍需要存在一个前提，即尽管理论上有实现的可能，但面对群体外部

的影响，群体和群体间的异质性矛盾，理论中的良性循环并不存在必然性。
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在地域上横跨亚非欧大陆，沿线国家多达 60 多个，预计联通

的运输线包括陆地、海洋以及地下能源输送管道，一旦建设完成，就将建立起一个以经济合作为

基础的，涵盖了金融、物流、社会、文化、民生等各个领域在内的跨地区合作体系，可谓意义深

远，但这也同样意味着它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就目前的合作状况来看，中国与各国的双边合作

项目已经逐步展开，在交通运输领域，已经开通的中欧班列达到 50 多条。除此之外，中国还在

积极同印尼、俄罗斯、泰国以及部分非洲国家共同开展铁路等陆上运输项目合作。海路上，中国

先后于 2016 年 8 月和 11 月，接手经营、运营希腊的比雷埃夫斯港和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交通

设施合作项目的开展表明了中国将构想化为现实的决心。“一带一路”建设在经济、地缘政治领

域的意义已经引起了各国政府和学者的重视，通过 “一带一路”建设，其对于所在区域的集体

身份建构乃至未来世界秩序的建构都将发挥重要作用。
中国提出的“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理念同 “一带一路”倡议的原则相一致，本质

上都强调利益与责任的共同分担。实现中国的全球治理理念，主要取决于各国如何认识自己的身

份、利益以及如何进行互动。
“一带一路”建设首先提供了合作的平台，基于“五通”的建设要求，“一带一路”的初期

建设主要关注的是基础设施建设。毋庸置疑，基础设施对于一国具有重要意义，其既可以作为承

担本国发展的主要载体，也可以通过设施间的联通实现国与国、地区与地区间的经济运输通道，

“一带一路”平台的搭建，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基础设施的存在。物质基础为后续各行为体的行为

提供了多样化的选择。其次，已经开展的合作项目为参与国和其他正在观望的国家提供了示范，

使得各个国家在观念上、认知上更容易对中国建设 “一带一路”的行为作出判断，考量其是否

危害或满足自身的利益，若不与其国家利益发生冲突且能够获利，就会产生加入 “一带一路”
建设的意愿和信念，拥有意愿和信念，行为就可以产生。考虑到 “一带一路”建设的长期性和

复杂性，中国也有足够的时间等待沿线各国的加入。第三，平台与合作产生后就进入了集体身份

建构的进程，当然，身份的建构并非短期内就能实现，而需要合作行为体的不断重复、共同利益

的稳定建构以及观念认同的不断加深。
当“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国的集体身份得以建构，其对于当前国际秩序观念的影响是巨大

的。“一带一路”倡议提倡的“三共”原则是对目前自助体系下利己原则的挑战，共赢观能够将

个体利益同集体利益相统一。从长期的角度看，“一带一路”建设发展必然要求新的全球治理理

念的出现，实际上，这也正是中国提出全球治理理念的最终目标。因此，“一带一路”建设是实

现“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理念的基本途径，“一带一路”建设所带来的包容的、联合的

发展模式，既能对当前全球经济发展模式进行改进，也能够从观念层面建立起共同命运的体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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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既符合中国的发展需要，也能够满足沿线乃至全球各国的利益需求。尽管 “一带一路”目

前仍在初期建设之中，但却是中国在经济、政治、社会不断融合不断发展的今天，参与全球治理

的积极贡献。
综上所述，“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提出的全球治理理念的内在联系就在于，通过推动建设

“一带一路”，其产生的共同利益能够有效地帮助中国同沿线国家建立集体身份，集体身份的存

在，使得各国将重新平衡集体利益和个体利益间的关系，在实质上开始推动由自利到互利的认知

转变，而互利共赢，正是 “一带一路”倡议的原则和中国全球治理理念的核心要义。 “一带一

路”建设对第三方有示范效应，无论实际参与与否，都能在观念上起到影响，从而扩大中国

“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的传播，使其在全球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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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istribution of marine genetic resources in ABNJ is currently a great challenge faced by the interna-
tional community in international ocean governance，since there is a significant gap in establishing an international order．
The awareness of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should be introduced into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interna-
tional legal order for distribution of marine genetic resources in ABNJ，which is conducive to resolve the predicaments
caused by traditional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law of the sea． Based on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building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the international legal order for distribution of marine genetic resources in ABNJ can be divid-
ed into three dimensions which are property rights，the balance of interest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with open ac-
cess，benefit-sharing mechanism and ecosystem approach as corresponding key systematic arrangements． Cultivating the
awareness of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is a proposal raised by China when promoting the international
legal order for distribution of marine genetic resources in ABNJ，and it relies on the expression and action of China to
make it a global s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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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resolved to apply a new vision to pursue development． The vi-
sion，which is of innovative，coordinated，green，and open development for everyone，has not only resulted from the ex-
periences of China’s openness and reform，but also reflected the international evolutionary vision of development． The
lessons and efforts to establish the NIEO and the impasse in Doha Development Agenda indicate the difficulties and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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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has attracted much attention since“the Belt and Road”initiativewas put forward in 2013，and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explicitly indicated that“shared growth，discussion and collaboration”is China’s global govern-
ance idea，which were also the principle of“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Scholars in China pointed out that this initia-
tive might be the basic path to leading the Chinese global governance idea to reality，but it still suffered from being ques-
tioned and misinterpreted in some countries． Based on constructivism，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show the inner link betwee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the Chinese global governance idea，which actually leads to a constructing proces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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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and can also make certain demonstration effects on the“outsiders”． These are all benefits to spread the“shared
growth，discussion and collaboration” id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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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globalization has changed the traditional power structure of global political eco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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